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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平台经济的兴起重塑了劳动力市场结构，催生了大规模新就业群体，但算法规训与高流动性特征导致该

群体长期陷入“时空悬浮”与社会隔离困境。浙江省通过建设“红色驿站”实施物理空间的嵌入治理，

有效缓解了新就业群体的生存痛点，构建了初步的联结纽带。然而，当前实践在群体异质性适配、行政

区划壁垒突破及资金长效保障等方面仍面临系统性阻滞，制约了治理效能的深化。基于卡尔·波兰尼“双

重运动”理论视角，治理逻辑亟需从单纯的阵地建设转向深度的组织再嵌入。应在构建“服务换治理”

互惠交换机制的基础上，创新引入电商运营模式。通过将“红色驿站”升级为社区电商的“前置仓”或

“提货点”，利用新就业群体的物流优势实现“公益 + 商业”的融合发展，从而破解经费依赖体制内循

环的僵局。这一路径旨在打破传统属地管理的局限，实现新就业群体从悬浮的个体向城市治理“合伙人”

的身份跨越，并通过电商赋能机制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可持续的创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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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se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has reshaped the structure of the labor market and given rise to 
a large-scale new employment group. However, the algorithmic discipline and high mobility char-
acteristic of this group have long trapped them in a state of “spatiotemporal suspension” and social 
isolatio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Red Service Stations”, Zhejiang Province has implemented 
embedded governance within physical spaces, effectively alleviating the survival challenges faced 
by this new employment group and establishing initial connective ties. Nevertheless, current prac-
tices still encounter systemic obstacles in terms of adapting to group heterogeneity, breaking through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barriers, and ensuring long-term funding, which constrains the deepening 
of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Karl Polanyi’s “Double Movement”, 
the logic of governance urgently needs to shift from mere site construction towards deep organiza-
tional re-embedding. Based on establishing a reciprocal exchange mechanism of “services for gov-
ernance”, it is essential to innovatively introduce e-commerce operation models. By upgrading “Red 
Service Stations” into “forward warehouses” or “pickup points” for community e-commerce, and 
leveraging the logistical advantages of the new employment group to achieve an integrated devel-
opment of “public welfare + commerce”, the deadlock of funding reliance on the internal circulation 
of the system can be broken. This pathway aims to transcend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territo-
rial management, enabling the new employment group to transcend their status as isolated individ-
uals and become “partners” in urban governance. Through the empowering mechanism of e-com-
merce, it provides a sustainable and innovative solution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
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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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平台经济的兴起，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了显著变迁，催生了以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及快

递员为主体的新就业群体。据统计，截至 2024 年末，我国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后简称：

新就业群体)规模已达 8400 万人，成为维持城市日常运转的重要力量[1]。与传统单位制下基于劳动合同

的稳定雇佣关系不同，新就业群体的职业特征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在薪酬架构上，该群体普遍采用无

底薪的计件制薪酬模式，收入水平直接与跑单量及劳动时长挂钩，迫使劳动者不得不通过高强度的延时

劳动以获取预期收益。在组织管理上，由于高度依赖互联网技术和大型平台，算法根据订单需求、个人

实时表现等高速下发指令并考核绩效，使得劳动过程具有极高的严密性与强制性。在生活与社会交往上，

由于工作空间高度流动且缺乏固定的物理集体，劳动者的注意力被迫长期聚焦于订单时效与配送路线，

缺乏稳定的职场社交场景和社交时间，尤其在其社区生活中长期处于一种独自作业、缺乏横向联系的悬

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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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悬浮，是指劳动者虽然在物理空间上高频穿梭于城市社区与楼宇之间，但在社会关系网络与行

政管辖体系中却处于游离状态，呈现出“身在社区而心不在、人往来而无归属”的结构性隔离。这一状

态的形成，来自于传统治理逻辑与新就业群体高流动性特征产生的适配性错位。我国现行的基层治理体

系遵循严格的“属地化管理”逻辑，即以静态的物理社区为基本单元，通过户籍或居住地来锁定管理对

象。然而，新就业群体的劳动轨迹呈现出极强的“流变性”。他们服务于全城甚至跨城区域，工作地与

居住地高度分离，导致其无法被固定的行政网格有效捕获。从治理时间看，传统社区治理往往依赖于线

下的动员与会议(如居民代表大会)，要求参与者拥有较长的可支配时间，这与新就业群体的就业模式形成

直接冲突[2] [3]。 
长期处于悬浮状态的个体，其极易陷入权益受损和身份边缘化的困境。在遭遇工伤或劳资纠纷时，

他们缺乏合法的组织依托进行集体议价，只能以个体身份对抗庞大的平台系统，因此处于悬浮状态的劳

动者往往沦为社保缴纳与法律援助的真空地带。而长期穿梭于社区，尤其在穿着上有明确身份印记的外

卖员群体，始终被大部分社区视为外来者身份，致使该群体在心理上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与社会疏离

感。他们虽然维持着城市的物理运转，却无法在精神上融入城市共同体，长此以往极易转化为对社会秩

序的冷漠甚至对立情绪，成为潜藏于城市基底的不稳定因素[4]。 
然而，将视角切换到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的纬度，负面的悬浮状态与高流动性恰恰营造了一种双向

奔赴的共赢格局。对党建工作来说，新就业群体全天候穿梭于大街小巷，且拥有进入封闭小区的通行权

限，使其天然具备了作为社区治理“移动探头”的信息优势，他们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广的覆盖面及

时发现并上报环境卫生、安全隐患及突发事件等治理盲区。对新就业群体来说，参与党建引领的社区治

理活动，可以获得更完善的个体权益支持机会，背靠党建工作可以很好地打破维权时单打独斗的困境。

而更为深层次的身份认同，可以让该群体从闯入者，切换为类似于“社区合伙人”等正式身份，消解了

物业管理与配送服务之间的二元对立，为该群体的劳动者提供了稀缺的职业尊严与社会归属感。因此，

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治理拥有系统性共赢格局，“红色”驿站构成了这一治理模式的逻辑起点。

本文以浙江省“红色驿站”建设及相关党建实践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当下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参与社

区治理下的现状、困境与优化机会，期冀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的蓬勃创新提供

学理支撑与经验镜鉴。 

2. “红色驿站”的物理嵌入与浙江实践 

在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体系中，“红色驿站”作为物理空间的具象化投射，构成了

这一治理闭环的逻辑起点。所谓“红色驿站”，本质上是党组织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开辟的、具有鲜明政

治属性与服务功能的实体化阵地。其诞生源于新就业群体长期面临的“时空漂泊”困境——在算法驱动

的高强度劳动下，外卖骑手与网约车司机普遍遭遇“饮水难、就餐难、如厕难、休息难”的生存痛点，

且缺乏固定的组织归属感[5]。为破解这一难题，各地依托党群服务中心、闲置核酸采样亭、商圈楼宇等

存量资源，通过微改造形式建立了标准化服务站点，从而形成“红色驿站”。 
“红色驿站”的功能体现在两方面。在基础层面上，它是一站式提供充电、热饭、休憩的补给站，

降低了新就业群体劳动者的城市生存成本。在深层治理上，它是党组织教育管理与社情民意收集的“前

哨站”，通过将悬浮状态的个体“引流”至相对固定的空间，实现物理在场与情感连接的双重嵌入，为

后续引导其参与治理奠定了信任基石[6]。 
作为“红色根脉”传承地，浙江省在“红色驿站”的建设上并未止步于简单的设施投放，而是根据

不同属地的城市肌理与群体特征，探索出了各具特色的运作模式，形成了全域覆盖与精准服务并举的生

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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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杭州模式：“15 分钟服务圈” 

杭州市采取了“见缝插针”的密集布点策略，重点聚焦于解决服务的可及性问题。其最大的创新在

于极具想象力地盘活了存量资产，将大量闲置的街头核酸采样亭改建为“小哥驿站”或“骑士加油站”。

这种做法不仅低成本地解决了选址难题，更利用采样亭原本广布于社区、商圈的区位优势，构建起了真

正意义上的“15 分钟服务圈”[7]。全市范围内改建后的驿站不仅保留了空调、电力设施，还增设了换电

柜与急救箱，使得骑手在接单间隙的“碎片时间”内即可完成补给，极大地提升了驿站的使用黏性与服

务效能。 

2.2. 宁波模式：“甬爱 E 家” 

不同于单点突破，宁波市致力于打造统一的城市公益品牌——“甬爱 E 家”。该模式的核心门道在于

“标准化”与“连锁化”运营。宁波在全市范围内统一了驿站的视觉标识与服务标准，推出了“10 + X”

服务清单(即饮水、热餐、充电等 10 项基础服务，加上法律咨询、技能培训等 X 项特色服务)。特别是在海

曙区等地，驿站被嵌入到地铁口(如城隍庙站)、核心商圈等自带流量的“黄金地段”，并引入社会组织进行

专业化托管运营。这种品牌化运作有效解决了传统驿站“建而不管、大门紧闭”的通病，使得“甬爱 E 家”

成为了新就业群体心中有口皆碑的“官方服务区”，实现了从“找阵地”到“认品牌”的转变。1 

2.3. 温州与绍兴模式：“智慧化”升级 

在数字化改革的牵引下，温州与绍兴等地探索了驿站的“智慧化”升级。针对新就业群体夜间工作

时长延展的特点，部分“瓯江红”城市驿站与绍兴的暖“新”驿站引入了智能门禁系统，实现了 24 小时

全天候开放。同时，各地纷纷上线“电子地图”小程序，劳动者只需在手机端点开“温暖地图”，即可

实时查看最近驿站的位置、空闲状态及可用服务(如是否有空余充电口)。这种技术赋能不仅让服务找人变

得更加精准，也通过后台数据分析，帮助党组织更清晰地掌握新就业群体的活动热力图，为后续的治理

决策提供了数据支撑。 
然而，尽管“红色驿站”在物理空间的覆盖上初见成效，但在党建工作推动新就业群体从形式向实

质转化的过程中，仍受制于多重内生性矛盾。当前，党建引领的治理实践在主体适配、空间逻辑、资源

供给与长效运营四个维度上，面临着严峻的系统性困境，致使部分治理动作落地性受限。2 

3. 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 

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中面临多重困境，直接制约了“互惠机制”的构建与“电商赋能路

径”的实现。本文从主体互动、技术逻辑、制度保障、社会认同四个维度展开分析。 

3.1. 互惠机制失衡：主体间的非对称性关系 

理想的互惠机制应实现社区、平台、新就业群体的三方共赢，但现实中三者权责利关系失衡： 

3.1.1. 社区与群体的责任——回报脱节 
社区期望新就业群体承担“流动网格员”“民情哨兵”等职能，却缺乏制度化回报机制。例如，骑

手上报安全隐患需占用配送时间，但多数社区仅提供少量积分或象征性奖励，难以覆盖其时间成本与潜

在订单损失，导致参与动力不足。 
 

1宁波数据开放平台。 
2温州市人大官网《关于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推进工作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2025 年 4 月) 
http://www.wzrd.gov.cn/art/2025/8/20/art_1382198_589316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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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平台的社会责任缺位 
平台作为资源掌控方是数据、算法、薪酬规则的制定者，其商业逻辑与治理逻辑存在冲突。例如，

外卖平台的算法以“准时率”为核心指标，骑手若因参与社区巡逻导致订单超时，将面临罚款或评级下

降，形成“参与即惩罚”的负向激励。 

3.2. 身份认同困境：角色认同与参与意愿的模糊 

3.2.1. 自我认知局限 
由于外卖骑手是社会新就业群体之一，也是边缘性就业群体的代表之一，具有体制外属性和原子化

的特征，骑手处于劳动关系模糊，组织化程度低的生存状态，多数骑手会将职业身份局限于“送外卖的”，

缺乏“治理参与者”的主动意识[8]。这一认知偏差源于平台经济对劳动过程的碎片化设计，骑手长期处

于“接单–配送”的机械循环中，难以形成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感。例如，在奉贤区“四大员”机制推行

初期，部分骑手对“网格信息员”职责存在困惑，认为“上报问题不是分内之事”。 

3.2.2. 参与激励不足 
参与治理需投入额外时间与精力，但经济补偿机制缺失导致“机会成本”过高。例如虽然有地方设

计了积分激励制度，鼓励骑手参与治理换取积分，但是骑手的参与仍然停留在表面难以发挥其治理主体

的作用，“信息采集员”的角色定位实际上是将外卖骑手视为基层治理的“工具人”，而非平等的治理

主体。他们只能在既定的框架内完成简单的信息收集任务，却无法真正参与问题的决策和解决。这种几

乎“功利性的利用”对骑手来说增添了额外的劳动负担，骑手日均工作时长超 10 小时，若参与社区巡逻

或隐患上报，可能因延误订单面临平台罚款。温江区调研显示，仅 12%的骑手愿意在无报酬情况下参与

治理，且多集中于“好人好事”等自发行为。骑手日均工作时长超 10 小时，若参与社区巡逻或隐患上报，

可能因延误订单面临平台罚款。温江区调研显示，仅 12%的骑手愿意在无报酬情况下参与治理，且多集

中于“好人好事”等自发行为[3]。 

3.2.3. 权益保障缺位 
新就业群体由于劳动关系不明晰在参与治理活动中面临安全风险(如交通事故、冲突纠纷)时，难以得

到有效的社会保障，面临劳动权益保障不足，社会福利边缘化的“共享”困境。例如，骑手在上报消防

隐患时若遭遇意外，平台与政府均未明确承担医疗或赔偿责任，导致其参与意愿受挫。 

3.3. 制度性困境：规则缺失与机制不畅 

3.3.1. 身份定位模糊 
法律层面缺乏对骑手“治理志愿者”或“公共信息员”的明确定位，其参与行为缺乏法律授权与保

护。例如，骑手上报的违规停车信息若用于行政处罚，可能因主体资格问题引发争议。 

3.3.2. 参与渠道匮乏 
现有机制多依赖临时性试点，缺乏制度化、常态化的信息上报与反馈渠道。例如尽管部分地区推出

“骑手随手拍”App，但与城市管理平台对接不畅，问题处置效率低下。奉贤区数据显示，骑手上报的问

题中，仅 65%在 24 小时内得到反馈，远低于专职网格员的处置效率[3]。 

3.3.3. 协同机制缺位 
如果说权责的倒置是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显性障碍，那么路径依赖则构成了更为深层次的

制度制约。受资源约束和治理惯性的影响，它们往往更依赖于既有的组织架构和运作逻辑，以既有的

治理路径来面对骑手这一新兴的治理力量群体，使其成为既有的组织体系的“附属部分”且政府、平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6.154373


史晓铃 
 

 

DOI: 10.12677/ecl.2026.154373 94 电子商务评论 
 

台、社区与骑手之间权责利不清，缺乏有效沟通的链接工具[9]。例如，平台企业将骑手视为“数据生

产者”，拒绝共享行为数据；政府则希望骑手承担更多治理职能，但未提供相应资源支持，导致协同治

理沦为“口号”。 

3.4. 电商赋能困境：技术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障碍 

3.4.1. 平台数据壁垒 
例如平台企业将骑手行为数据视为商业资产，拒绝与政府公共治理平台共享。例如，美团、饿了么

等平台的数据系统独立运行，导致政府无法获取骑手的实时轨迹与问题上报数据，形成“数据孤岛”。 

3.4.2. 算法“枷锁” 
例如平台企业借助算法技术将责任与风险转嫁给骑手，使骑手在多重责任挤压下易陷于“做不好被

问责，做的好无回报”的恶性循环，且同时将严格的送餐时限与奖惩算法挤压了骑手参与公共事务的时

间。骑手日均需完成 30~50 单配送，若因上报问题延误订单，可能面临平台扣款或降级处罚。这种“算

法悖论”使得骑手虽有治理意愿，但无暇参与[4]。 

3.4.3. 工具适配性差 
面向新就业群体的治理工具设计粗糙，操作复杂，与日常工作流程融合度低。例如，部分城市要求

骑手通过复杂流程上报问题，需填写表格、上传照片，耗时远超配送间隙的碎片化时间，导致工具使用

率较低。 

4. 路径构建：实现角色转型的实现路径 

4.1. 主体赋能路径：激发骑手的内生动力 

4.1.1. 身份重塑与荣誉激励 
如何劳动关系清晰化，组织化强度的增加–驿站的建立与管理，党组织网格员长的招聘对积分达标

的新就业人员提供优先录取的政策表彰力度的增大，授予“社区守护骑士”、“城市观察员”等荣誉称

号，举办表彰活动，强化正面宣传。 

4.1.2. 技能培训与能力建设 
开展应急救护、消防安全、信息甄别等专项培训，提升其参与治理的专业性。服务转化促共治。创新

“以服务换服务”机制，市级层面组建百人“骑手志愿服务队”，依托“141”基层智治平台，引导新就

业群体化身“移动网格员”，通过“即拍即报”模式，累计发现上报并推动解决园区拥堵、设施故障等问

题 779 万件，构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多维成长强赋能。着力拓展新就业群体职业成长空

间，开设社区学校免费课程，助力多名骑手完成学历跃升 3。开发配送安全、法律知识等“微课堂”，满

足碎片化学习需求。建立“治理贡献积分制”，将参与园区治理与装备升级、子女入学等权益紧密衔接，

激发群体内生动力，涌现出“饿了么”骑手见义勇为等先进典型，推动个人成长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 

4.2. 组织创新路线：引入社会企业运营模式 

破解“红色驿站”资金困境的关键，在于引入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运营模式，建立多元化的资

金保障机制。社会企业作为介于纯公益组织和纯商业企业之间的“第三种组织”，以其“社会目标优先、

市场手段辅助”的独特属性，恰好契合了“红色驿站”既要坚守公益属性又需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 
 

3重庆市人民政府《构建“141”基层智治体系，重庆数字化赋能超大城市治理——让基层工作者照单履职、越往下越简单》 
https://www.cq.gov.cn/ywdt/jrcq/202504/t20250430_14572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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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可以构建“三个一批”的资金来源结构：一是政府购买服务保障一批，由街道社区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将驿站的基础运维(如水电、保洁、基本物资)外包给专业社会组织，保障基本服务不

断线。政府购买服务合同应明确服务标准、考核指标和支付方式，将驿站的使用率、用户满意度、活动

开展频次等纳入绩效评价体系，实现“按效付费”。 
二是公益创投支持一批，引入公益创投基金或慈善基金会，对驿站的创新服务项目进行资助。公益

创投(Venture Philanthropy)是将风险投资的理念引入公益领域，通过提供资金支持和能力建设，帮助社会

企业扩大社会影响力的新型资助模式。资助重点可包括：面向新就业群体的技能培训课程、心理健康支

持项目、法律维权咨询服务、子女托管服务等。公益创投不仅提供资金支持，更重要的是提供组织能力

建设、绩效评估工具、资源链接网络等增值服务，帮助驿站运营方提升专业能力。 
三是社区资源置换补充一批，通过与企业、商户建立“服务换资源”的合作关系，如商家为驿站提

供免费饮水或餐食优惠，驿站为商家提供公益宣传空间或消费者引流，实现资源的在地化循环。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第一，保持了驿站的公益属性，避免直接商业化带来的“党建阵地变卖场”

的伦理争议；第二，引入专业社会组织，提升了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和需求响应能力；第三，多元化的资

金来源增强了运营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宁波市海曙区引入社会组织托管“甬爱 E 家”的实践表明，专

业托管后驿站的日均服务人次与用户满意度均有所提升，运营成本反而下降。 

4.3. 技术赋能路径：打破技术壁垒与优化算法 

技术赋能的关键在于打破平台与政府之间的数据壁垒，并在此基础上重构算法逻辑与治理工具。首

先，在保障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应依据《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推动平台与政

府就非敏感的公共安全数据建立“可用不可见”的共享机制。可借鉴浙江“浙里小哥码”的“116N”架

构，通过一个统一的数据中台贯通多家平台数据，实现对骑手行为的聚合分析与合规应用，为精准治理

提供数据支撑[10]。其次，依据算法备案与合规审查制度，政府应鼓励并监督平台企业优化调度系统，将

公共服务行为纳入正向考核维度，为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新就业群体提供“时间宽恕”或“弹性时间”。

具体可通过建立“公益时间池”制度，对因参与治理活动而可能超时的骑手给予订单豁免或延时宽恕，

从而破解“参与即惩罚”的困境。最后，在工具层面，需开发语音上报、一键拍照等便捷功能，并将其

无缝嵌入骑手日常使用的接单 APP 中。通过大幅简化操作流程，将单次上报的平均耗时控制在 1 分钟以

内，切实提升工具易用性与使用率，确保技术赋能能够真正转化为骑手可感、可及的治理参与效能。 

5. 全域推进的嵌入式治理模式 

党建引领与“红色驿站”的困境现状，究其根本，是当下结构无法彻底消除新就业群体的悬浮问题。

因此，治理优化的重心必须超越单纯的物理阵地修补，转而依据“组织再嵌入”与“互惠交换”的理论

逻辑，在时间、空间与资源三个维度构建一套适配高流动性特征的柔性治理机制，从而实现实质性跨越。 

5.1. 基于“双重运动”视角的组织再嵌入与互惠治理 

在探寻新就业群体治理优化的逻辑起点时，卡尔·波兰尼的“双重运动”理论与格兰诺维特的“嵌

入性”视角构成了最具解释力与适用性的核心理论基石。波兰尼指出，市场力量的无限扩张必然导致经

济从社会关系中“脱嵌”，而社会为了防止自身解体，必然会自发产生一种“反向保护运动”以实现“再

嵌入”。将这一经典理论置于当前的数字劳动场景下，我们清晰地看到：平台资本主义正是那股强大的

“脱嵌”力量，算法系统通过对劳动过程的极度切分与监控，将新就业群体从传统的单位、社区及家庭

结构中剥离，使其沦为悬浮状态的个体[11]。因此，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可以发挥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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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所拥有的社会力量，引导一场“再嵌入”的发生。其核心理论逻辑在于：通过组织化的手段对抗算

法的离散力，为处于悬浮状态的个体重建社会保护层，将其重新编织进城市的社会结构与公共生活之中。 
这一理论在当下的治理场景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适用性。在平台企业的商业逻辑中，利润最大化是第

一法则，这决定了其无法自发提供诸如休息权益、心理疏导及社会归属等公共品，导致劳动者在城市中

面临严峻的生存排斥。党建引领的介入点，恰恰是资本逻辑失效的边界处。通过调动体制内的行政资源

与社会资源(如建设红色驿站、协调多部门权益保障)，党建引领可以填补市场机制留下的服务空白，而这

种介入方式超越了传统的局限，利用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势能，在不破坏平台商业效

率的前提下，为劳动者争取一个独立于算法之外的社会支持系统。这不仅化解了新就业群体“有劳动无

生活”的异化危机，更从根本上确立了党建工作作为“社会保护者”与“资源协调者”的合法性地位。 
在具体实用的操作层面，“双重运动”理论可以通过“社会交换”机制转化为可落地的治理闭环。

党建引领的“再嵌入”并非强制性的行政命令，而是遵循“互惠互利”的理性逻辑。在实践中，这一逻

辑表现为从“服务供给”到“治理反哺”的递进过程：党组织首先作为服务提供者，通过解决充电、饮

水、法律援助等“刚需”，在新就业群体心中建立起“信任账户”与情感联结；随后，基于这种信任与

回馈心理，引导骑手将自身的职业优势(如熟门熟路)转化为社区治理效能(如兼职网格员、移动探头)。这

种机制将抽象的政治动员具象化为“以服务换认同、以资源换治理”的契约关系[12]，使得新就业群体参

与社区治理不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获取职业尊严、社会认同与服务资源的理性选择。至此，理论逻辑

成功落地为一套“看得见、摸得着”且能自我循环的治理实操方案[9]。 

5.2. 基于“双重理论”的党建引领模式探究 

在明确了“组织再嵌入”的理论基石后，首要的行动路径在于破解算法规训下的个体分割，党建工

作的重心应放在平台协商上。依据波兰尼的“社会保护”逻辑，党组织不应被动地要求劳动者在“跑单

赚钱”与“参与治理”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应发挥政治势能与平台企业进行协商，将治理行为这

一公共价值转化为算法系统可识别、受认可的独立价值体现，从而充分发挥党组织的社会力量与影响力，

让党建工作可以从源头上切断悬浮状态的最大诱因。具体而言，党建可以推动与平台的协商，建立“社

会工时”认证体系，将新就业群体参与隐患排查、应急救援及志愿服务的时间，按权重折算为平台认可

的“工时豁免权”或“派单加权值”。例如，当骑手因参与突发火情扑救而导致订单超时，算法平台应

依据党组织的认证触发免责机制，在后续派单中给予优选激励。这种机制设计的核心在于利用行政力量

引导算法增设一个“公共参数”，使得参与治理不再是对劳动时间的无偿剥夺，而是能够直接反哺于职

业收益的理性投资，从而在微观层面彻底化解对立性的选择局面。 
在解决了时间冲突的基础上，空间维度的优化须打破行政区划的刚性壁垒，以适应流动的作业轨迹。

针对前文所述的行政区域分割的困境，党建治理架构应遵循“人随网走、组织伴随”的逻辑，与区域一

线工作网点形成统一战线，建立超越街道边界的行业综合党委或“云端党支部”。区域一线网点，即以

“红色驿站”为代表的实体空间，是党组织联系群体的前哨站，是直接服务新就业群体与参与治理的枢

纽。在党建与一线网点直接关联的架构下，一名骑手无论流转至哪个辖区，其作为“治理合伙人”的身

份直接与一线网点形成关联，不再依托行政区域的多层级传递，而被驿站即时识别并接纳，其积累的志

愿服务时长也能实现在全市范围内自由流转与兑换[13]。通过这种直接点对点链接服务点，由党建工作充

当连接者与组织者，可以确保新就业群体在流动的城市空间中始终拥有稳定且直接的组织归属与权益保

障，真正实现从“被束缚在街道的异乡人”向“融入城市的合伙人”转变。同时，与一线网点的连接也

可以很好地回避行政区划之间的差异性问题，在不影响原有治理架构的基础上解决细分问题。 
最后，为了维持上述机制的长效运转并规避运营中的形式主义，党建需引导建立基于“标准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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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反哺”的资源闭环体系。依据社会交换理论，可持续的治理参与不能仅靠情怀发电，而必须建立

在公开、透明且高价值的互惠契约之上[14]。这要求改变当前碎片化的资源投放模式，并制定标准化的

“服务置换清单”与“治理定价目录”。一方面，将法律援助、职业技能提升、子女暑托等高频痛点服

务纳入标准化供给，确保服务的“含金量”足以覆盖骑手的参与成本；另一方面，将模糊的治理要求量

化为清晰的“任务包”(如“随手拍”积 2 分、“矛盾调解”积 10 分)，并建立严格的履约核销机制。当

“服务”与“治理”变成可以精确计量的交换筹码时，红色驿站便不再是无人问津的摆设，而是转化为

社会资本流通的交易所，从而利用透明化的积累机制在根本上激活新就业群体的内生动力，形成“以服

务换治理、以治理促服务”的良性生态循环。 

6. 电商赋能路径可行性 

针对前文所述“红色驿站”深陷资金体制内循环、缺乏长效运维经费的困境，治理机制的优化必须

引入市场化的自运营模式。单纯依赖党费回拨与财政切块的输血模式难以维系驿站的高频次、高质量服

务，而引入电商路径则是激活驿站经济活力的关键一招。 
首先，推动“红色驿站”功能的复合化转型，使其成为社区电商的“流量节点”。“红色驿站”大

多位于社区核心地段或商圈人流密集处，天然具备作为社区团购自提点、快递末端服务站甚至助农产品

展示窗的区位优势。党组织可以牵头引入第三方电商平台或国资供应链企业，在不影响驿站原有休息、

充电等公益属性的前提下，植入“前店后仓”或“自提柜”功能。这一举措产生的场地租金、代收发服

务费及商品销售佣金，可直接转化为驿站的专项运维基金，专门用于支付水电消耗、设施修缮及物资补

充，从而在根本上解决资金来源不稳定的问题。 
其次，挖掘新就业群体的职业红利，构建“骑士带货”的增收反哺闭环。外卖员与快递员不仅是物

流的运送者，更是高频触达社区居民的“移动媒介”。在电商赋能的框架下，可以鼓励有能力的新就业

群体化身为“社区推荐官”或“移动带货员”。例如，依托“红色驿站”的选品体系，骑手在配送空闲

期可向社区居民推广对口帮扶地区的农特产品，或利用其熟门熟路的优势承接社区电商的“最后一百米”

精准配送订单。这不仅为骑手提供了跑单之外的“副业”增收渠道，增加了其对驿站的粘性，同时，交

易产生的部分收益可按比例反哺回社区治理资金池，形成“骑手增收–驿站获利–服务优化”的正向经

济循环。 
最后，利用数字化手段实现收支透明与权益置换。依托前文所述的“电子地图”与数字管理平台，

建立驿站电商经营的透明账本。电商收益除覆盖运营成本外，还可直接挂钩“服务换治理”的积分体系。

当资金池充裕时，骑手参与治理所获得的积分兑换范围可从简单的实物商品扩展至商业保险补贴、电动

车维修券甚至技能培训课程购买。这种基于电商造血的资源增量，将极大地提升“互惠机制”的含金量

与吸引力，确保党建引领的治理模式在经济上具备独立生存与自我进化的能力。 

7. 结语 

本文立足于平台经济迅速崛起的时代背景，以浙江省“红色驿站”的实践探索为切入点，深入剖析

了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机理与现实路径。研究发现，面对算法控制下新就业群体普

遍面临的“时空悬浮”与社会隔离困境，党建工作通过建设“红色驿站”，成功迈出了“物理嵌入”的

第一步，为流动群体在城市中构建了可视化的庇护所与连接点。 
然而，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不能止步于设施的投放。正如本文分析所示，当前以属地化管理、财政内

循环为特征的传统治理体系，仍难以完全适配新就业群体高流动、跨区域的职业特征，导致“红色驿站”

在运营中面临着服务供需错位、行政壁垒阻隔以及群体参与能力参差不齐等深层矛盾。这表明，仅靠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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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重塑尚不足以完成对“悬浮”个体的彻底吸纳，治理重心必须向深度的制度性重构转移[15]。 
基于卡尔·波兰尼“双重运动”的理论视角，党建引领的核心使命在于实施一场对抗资本脱嵌力量

的“社会保护运动”。展望未来，构建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治理的互惠机制，关键在于实现从“单向服

务”向“双向奔赴”的逻辑跃升。这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不仅要打破行政区划的刚性边界，建立“人随网

走”的柔性组织架构；更要敢于探索“公益 + 电商”的复合运营模式，利用驿站的空间优势与群体的物

流优势，通过商业赋能机制解决经费痛点。同时，介入算法权力的协商，通过建立“社会工时”与积分

互惠体系，将治理参与转化为劳动者可感知的职业权益与社会资本。 
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治理，不仅是填补基层治理空白的策略性选择，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背

景下重塑新型劳动关系的必由之路。通过“红色驿站”这一逻辑起点，我们期冀建立一套真正适配数字

时代的互惠机制，让每一位穿梭在城市中的劳动者，都能从“漂泊的过客”转变为“有根的归人”，在

实现个体尊严的同时，成为维系城市韧性与活力的有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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